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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三人效果」理論看 

中國大學生眼中的反腐新聞報導

● 果蕾、蘇超、李昊

摘要：本研究採用「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理論，探討中國大陸有關反

腐運動的新聞報導對內地大學生認知的影響，並嘗試分析該認知是否會影響大學

生對中國現行反腐政策的支持度，以及是否會影響他們的相關政治參與行為。本

研究採用多層隨機抽樣法，對北京、上海、廣州六所大學的1,060位學生進行問

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強弱會隨着受訪者所認知的反

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以及反腐運動的個人關聯度而有所差異。此外，「第三人效

果」認知差異並不會影響大學生對現行反腐政策的支持度，但他們在網絡上討

論、轉發反腐新聞等政治參與行為卻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存在聯繫。

關鍵詞：「第三人效果」　反腐新聞　反腐政策　大學生　政治參與

一　引言

自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代中共

領導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腐行動，規模之大實屬1949年新中國

成立以來罕見。該行動也被本屆領導人視為任期內的核心施政重點，也因其

涉及範圍廣、程度深，而被外界稱為「反腐運動」1。截至目前，運動中共查

處逾萬名內地官員，其中包括中共黨內機構、副部級及以上國家機關與政協

官員、解放軍軍官與武警警官等共計164隻「老虎」（級別高的黨政官員），以

及數以千計的「蒼蠅」（級別較低的幹部）2。這場已持續四年之久且聲勢浩大

的反腐運動，也引發了國內外各大媒體的密集關注與報導，從而使得這一新

聞事件成為公眾關切的社會議題。

腐敗問題在中國不僅一直持續且非常嚴重，民眾也對反腐運動抱有非常

複雜的感情。內地反腐運動開展之初，雖然民眾對中央反腐的態度反應較

小，但隨着中共領導人的各種講話及中央政府傳達的各種信息更加清晰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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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起共鳴時，內地民眾也轉向更加支持反腐運動。但同時也有愈來愈多的中國

知識份子及評論家認為，此次反腐運動雖然起到了一定效果，但這並不能真

正等同於反腐敗，該運動僅是現任領導人用來打擊潛在政治對手、鞏固權力

的手段3。因此，公眾如何認知、評價這一新聞事件，且這種認知如何影響

受眾的政治參與行為，是本研究試圖探討的主要問題。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討論中國反腐運動這一新聞事件，但這些研究主要討

論反腐運動的執行情況以及中央政府的舉措，或是以內容分析的方式研究不

同媒體反腐新聞的報導方法及角度4，截至目前，尚無研究以媒介效果的角

度探討此類新聞報導對受眾認知的影響。而更重要的是，此前有關媒介效果

的研究中，很少將受眾認知與實際行為進行聯繫分析。

縱觀運用於媒介效果研究中的各類理論，「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理論尤其受到關注，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該理論認為受眾對

媒介內容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對其行為產生相應的影響。如上所述，因反

腐運動及有關的新聞報導對中國民眾產生了很大影響，所以本研究將以「第三

人效果」理論為論述框架，探究該類新聞報導對內地民眾對反腐新聞、反腐政

策、反腐運動認知的影響以及對民眾相應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同時，反腐

新聞的接收頻率、社會需求度以及個人關聯度等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的

關係也在本研究的檢驗假設之列。而由於大學生群體的教育水平較高，對於

外界諮詢的感知更為敏感，也能比較理性地分析和處理問題，因此在他們身

上可能會產生較為顯著的「第三人效果」，故本研究將分析中國大學生對反腐

新聞報導的認知與他們支持政府現行反腐政策以及相關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的

關聯，以期對受眾認知及相關行為的關聯上做出一定學術貢獻。

二　研究背景及「第三人效果」相關文獻

以下首先對研究背景即中國反腐運動及其影響進行介紹，然後回顧過去

「第三人效果」的相關研究，從而提出一系列研究假設。

（一）中國反腐運動

直至目前，中央政府已連續四年開展「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運動，

隨着運動的不斷推進，政府高層、軍隊、國企，甚至高校、科研機構、私企

都已被納入打擊貪腐的範圍，運動更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此次

中央反腐力度之大、打擊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久，實屬1949年以來罕見。

此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多次講話（包括新年獻詞）中經常強調，要「有腐必

反、有貪必肅，以實際成效取信於民」5。

根據現有的數據統計，僅2015年，就有上至國級下至地方以及軍隊、國

企的近萬名中共官員因收受賄賂、違反八項規定等被調查，共涉及全國十六

個省市，其中九省更現「首虎」（首次出現被調查官員），至此中共反腐實現

三十一省份全覆蓋6。軍隊反腐方面，2015年底的公開資料顯示，在被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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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十八名副軍級以上將領中，有近一半（二十三人）在這一年落馬。另外，

2015年高級法院審結貪腐等三萬餘犯罪案件，且落馬高官貪腐案審結遠超過

2014年，最高涉及金額過億7。由此，此次反腐運動的力度及強度的增長可

見一斑。

此外，大規模的反腐運動也引發了國內外各大媒體的關注，如中央電視

台、《人民日報》、《新京報》、「南方」報系等都對事件作出即時跟進及持續的

報導；《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路透社（Reuters）、法新社（AFP）、

英國廣播公司（BBC），以及香港的各大媒體包括《明報》、《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也做出了持續且重要的報導。以前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

雄及其家庭的貪污案為例，2015年7月30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信息

稱，已退任的郭伯雄涉嫌受賄被開除黨籍並交由有關部門依法處理8。由於郭

在解放軍內部資歷深厚，翌日國內外各大媒體紛紛以大篇幅、重要版面報導。

但此前郭受查一事早已在國內外媒體廣泛傳播，且被認為是繼前中央軍委副主

席徐才厚後中共反腐的又一隻「大老虎」9。早在2014年，當瀋陽軍區高層出

現人事異動後，就有觀點認為郭伯雄出現危機，至2014年7月《明報》引述北

京消息稱，在徐才厚被開除黨籍之際，郭伯雄的兒子、兒媳因涉及相關案件已

被中紀委帶走協助調查bk，報導被海外多家媒體及國內多個新媒體平台轉發；

此後在2015年初，路透社引述多個軍方消息獨家報導稱，郭伯雄正在接受調

查bl，報導又再次受到全世界範圍內關注，「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南華早報》等媒體開始追蹤報導。直至郭伯雄落馬，新華社、《解放軍報》、《人

民日報》、《環球時報》、「財新」以及各大門戶網站也開始大篇幅的總結式報導。

總體而言，國內報導多將貪污官員定位於個案，且強調其貪污的款項及

為社會所帶來的不良後果；而國際的相關報導則會探討產生貪腐的根源，反

腐效果以及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等。這樣的大規模且差異性報導會使得一部

分民眾支持現行反腐政策，而同時也會有一部分民眾、專家、學者反思反腐

的初衷及成效，甚至質疑行動僅是「打擊異己」的手段bm。

（二）媒介資訊中的「第三人效果」

著名社會學家戴維森（W. Phillips Davison）於1983年為闡釋直覺（intuition）

和輿論（public voice）之關聯時提出「第三人效果」理論。這一理論的假說包含

兩個部分：在認知（perceptual）層面，該假說認為人們普遍會認為他人更容易

受到媒介內容的影響；在行為（behavioral）層面，則認為這種普遍的認知預 

期會導致人們採取相應的行動bn。這一理論強調「自我強化的偏向」（self-

enhancement bias），認為人們生而傾向於認定自我的特殊性，從而使得自己至少 

看起來要強於他人bo。在自我強化意識的驅使下，「我」要比「他人」更加優秀，

所以「我」對資訊會有更加客觀、理智的解讀，資訊不會對「我」做出的判斷和 

採取的行動產生重要影響；相反，「他人」不如「我」優秀，所以「他們」更容易受

到輿論的操控，而這裏的「他人」或者「他們」並不確切指向某一類具體的人，

統稱為「第三人」。一言以蔽之，基於「第三人效果」理論的推導，人們普遍會

低估媒介資訊對自身產生的影響，並高估媒介資訊對他人造成的影響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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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此後的研究不斷證實了「第三人效果」的存在，如羅文輝和帕登（Anna 

Paddon）就發現，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普遍認為色情資訊對他人的影響要大於對

自己的影響，從而會更傾向於支持控制色情資訊流通的政策舉措bq。在政治宣

傳中，魏然等學者的研究也表明，當這種個人受到的影響（「第一人效果」）和個人

認為「第三人」所受到的影響（「第三人效果」）間的差異愈大，就愈有可能激發

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參與和網絡上的政治討論br。此外，有不少研究認為「第三人

效果」還會出現在饒舌歌曲歌詞、電視節目、有爭議性的新聞等媒介內容中bs。

隨着科技的發展，媒介內容接收途徑更加方便、多樣，受眾也就有了更

多的機會去接收新聞從而了解社會發展及變遷。過去有不少研究證實「第三人

效果」在新聞報導中的存在及重要性，如美國美式足球員辛普森（Orenthal J. 

Simpson）殺妻案審判新聞bt及美國、台灣總統大選的新聞ck等。上述研究發

現，眾多受訪者在閱讀新聞報導後都會產生「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

基於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認為近年中國的反腐新聞報導正是一類結合

了新聞報導和政治宣傳的有爭議性的特殊新聞類型。中央政府冀望通過反腐

以及相關宣傳手段來樹立一個透明、廉潔、公正的政治形象，重拾老百姓對

共產黨官員作為「人民公僕」的信心。但另一方面，隨着運動深入，也開始有

民眾質疑反腐運動的初衷，少部分人或認為反腐運動的報導不過是一些政治

宣傳的伎倆，或者實際上是政府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由於過去研究顯示，

被廣泛報導且爭議性較大的新聞中會存在「第三人效果」，因此，根據該理

論，本研究認為內地大學生會認為反腐新聞報導對他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

影響，由此提出第一個假設：

假設1：大學生會認為，反腐運動的新聞報導對他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

的影響較小。

（三）媒介接觸、社會需求度與「第三人效果」

中國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威權國家，在政治傳播領域，學者對於黨宣性質

的媒介內容的實際效果，素來有所爭論。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民眾由於資

訊獲取的差異性，以及中國新聞環境的封閉性，只能被動地接收單方面的黨

宣，一味地被「洗腦」，從而對共產黨「言聽計從」，新聞機構在其中充分發揮

了黨的「喉舌」的作用；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受眾具有較高的自我判斷能力，

黨宣新聞僅是被自動忽略的「畫外音」，受眾會對威權政府持有高度懷疑，因

此政治宣傳的新聞內容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但

至少很難達到預期效果，而有限的效果還受到媒介市場化進程及新媒體發展的 

影響，其實際效果及作用則會更小cl。在這些爭論的基礎上，著名學者麥金農 

（Rebecca MacKinnon）所提出的「網絡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進一步解釋了中國國情中政治新聞效果的複雜性cm。在「網絡權威主義」框架

中，中國不僅沒有因為媒介市場化而邁向政治民主，政權反而會通過互聯

網、社交媒介等新科技加強媒介控制和政治宣傳。

在戴維森於1983年提出「第三人效果」理論時，新聞信息的接收頻率就與

效果深淺密不可分。大量實證研究證明，受眾接收的某一類特別的新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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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多，則更傾向於認為該信息對自我和他人都有更加強烈的影響（如羅文輝等

學者關於台灣的美國牛肉進口爭端的新聞報導分析研究cn）。那麼，新聞信息

的接收又是如何影響個體對自我和他人認知之間的差異性呢？

同樣，根據「第三人效果」理論，人們可以將個體接收的新聞信息是否合

意（desire）來進行劃分。詳細來講，個體通過判斷該信息是否會對其產生不利

的影響，來劃分信息是否合意。如受眾認為，新聞信息是在大眾中流行的、

是符合社會期許的（socially desirable）、是健康積極的，那麼他們更傾向於將

新聞信息歸類為合意的信息，從而認為該信息對自己的影響要大於他人；進

一步來說，自我和他人間的認知差異則會減少。反之，如果信息是不合意

的，例如酗酒、吸毒、色情等內容，那麼受眾則傾向宣稱信息對別人的影響

要大於自身，從而增大對於自我和他人之間的認知差異co。

佩羅夫（Richard M. Perloff）通過文獻回顧發現，人們認為社會不需要的媒

介內容會造成較大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而人們認為社會需要的媒介內

容會使「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縮小cp。一項關於香煙廣告和反吸煙廣告對於

兒童的影響的調查表明，反吸煙廣告對兒童自身的影響要大於他人，而香煙

廣告則對他人有更大的影響cq。「自我膨脹」（ego-enhancement）可用來解釋這

一現象，因為通常人們都認為自己比別人具有更強的能力去評估媒介資訊，

從而對不需要的資訊或負面資訊「免疫」，也就是相對於他人來講，自身不容

易受到不良影響cr。

早在1990年代，關於媒介內容需求度與「第三人效果」關係間的研究就陸

續展開cs，中外學者通過對不同群體及不同媒介內容的研究，基本確定了媒

介的社會需求度在「第三人效果」研究中的重要意義。羅文輝和帕登在1998年

的一項對台北市高中生關於色情媒介看法的研究中發現，受訪的學生無論男

女都普遍認為色情媒介內容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小，對他人的影響較大ct。這

和剛瑟（Albert C. Gunther）1995年在美國進行過的同類研究結果相似，在該研

究中，多數美國成年人都認為色情媒介內容對自己的影響小，對他人的影響

大dk。胡倫斯（Vera Hoorens）和魯伊特（Suzanne Ruiter）1996年在荷蘭大學生

中進行的關於需要資訊和不需要資訊的「第三人效果」比較研究中發現，受訪

者認為不需要的資訊對他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而需要的資訊對自己

的影響大於對他人的影響dl。2000年以後的研究也繼續證實這一假設，如

2008年魏然等人對台灣的禽流感新聞報導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發現，受訪

者認為禽流感的新聞報導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他人的影響較大dm。

與前述研究相似，本研究也認為當受訪者認為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愈高

時，則傾向認為自身和他人的認知差異會愈小。同樣，當受訪者認為反腐新聞

的社會需求度愈高時，他們也會更加傾向於支持現行反腐政策，並更容易付諸

相應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因此，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2.1：受訪者愈認為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高，其對自我和他人認知

的差異性會愈小。

假設2.2：受訪者愈認為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高，則愈有可能支持現行

的反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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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

此外，受訪者接收相關新聞的頻率也是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的因

素之一。在接收的新聞被大部分受眾定義為負面信息時，此前的研究就發

現，受眾愈頻繁、長時間接觸暴力新聞信息後，會認為暴力新聞對自己的影

響小，對他人的影響大，從而增大「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當受眾更少接觸

色情信息時，更傾向於認為色情信息對自己的影響大，對他人的影響小，從

而減小「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dn。但在接收普遍被認為是社會需求的新聞信

息時，媒介接收率卻被發現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呈現正相關，即接收頻

率愈高，愈認為該信息對自己的影響大，從而減少「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在魏然等人針對禽流感新聞的研究中就發現，當受訪者愈多收看或收聽禽流

感新聞時，愈認為對自身的影響大do。

在本研究的前期調研中，中國的反腐新聞普遍被認為是合意的新聞信

息。總的來說，大部分人都認為反腐是一種符合社會需求的舉措，打倒貪官

對老百姓是有益的，值得支持。根據「第三人效果」理論，對於符合社會需求

的新聞信息，接觸得愈多，則對於自我和他人間的認知差異愈小，因為自我

和我眼中的他人都認為符合社會需求的資訊是有益的。但是，鑒於中國作為

一個威權國家的特殊環境，傳統媒體基本可以看作是政府宣傳的工具。新媒

體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比傳統媒體更具有多樣性，但總體來說仍處於高強度的

政治審查機制下。故可以認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都主要傳遞了被認為「符合

社會需求」的新聞信息。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3.1：大學生透過傳統媒體接收反腐新聞愈多，其對自我和他人認知

差異性會愈小。

假設3.2：大學生透過新媒體接收反腐新聞愈多，其對自我和他人認知差

異性會愈小。

同樣，社會需求度為反腐新聞是否可以產生實際政治宣傳效果提供了一

種思考途徑。我們可以認為，在傳統新聞媒體的報導中，反腐新聞被刻畫為

符合社會需求的資訊，因此，受眾大多會接受這一資訊，從而傾向支持現行

的反腐政策。新媒體上關於反腐的資訊雖然整體上仍受到政府審查，但其資

訊內容、報導視角等較傳統媒體更加多樣，而受眾也更容易在社交媒體上以

閱讀相關評論等形式接觸到更多的不同意見，因此，在新媒體上接收愈多的

反腐相關新聞，則愈有可能產生不同於主流觀點的想法，從而不接受「符合社

會需求」的傳統媒體報導的反腐新聞，最終可能不支持現行的反腐政策。此

外，這種認知差異也可能體現在行為上。分別從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接收反腐

新聞的受眾，都有可能在網絡上表達更多意見，只不過前者更加支持反腐，

後者則可能發表更多異見。因此，相關假設可以闡述如下：

假設3.3：大學生透過傳統媒體接收愈多的反腐新聞，則愈有可能支持現

行的反腐政策。

假設3.4：大學生透過新媒體接收愈多的反腐新聞，則愈有可能不支持現

行的反腐政策。

假設3.5：大學生透過傳統媒體接收愈多的反腐新聞資訊，則愈有可能在

網絡上進行與反腐新聞相關的政治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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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3.6：大學生透過新媒體接收愈多的反腐新聞資訊，則愈有可能在網

絡上進行與反腐新聞相關的政治參與行為。

（四）個人關聯度與「第三人效果」

受眾的個人關聯度（personal relevance）也被認為是影響媒介資訊認知的一

項因素dp。一般來說，與受訪者關聯度高的媒介資訊會較大地影響其認知，

而與受訪者關聯度較低的媒介資訊則較小地影響受訪者的認知。這是因為如

果媒介資訊與受訪者聯繫緊密，受訪者涉入感就會提高，處理資訊的方式也

會更為主動，從而影響媒介資訊接收的「第三人效果」。這與心理學的「詳盡可

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關於人們處理信息的行為方式及資

訊的說服性效果的相關闡釋也是一致的dq。

相關研究都支持了這一觀點。羅文輝和程曉萱測量了香港和廣州兩地大

學生在「谷歌」（Google）退出中國新聞中的「第三人效果」，研究發現，認為自

己與谷歌個人關聯度較強的受訪者比感覺個人關聯度較弱的受訪者更傾向認

為，谷歌退出中國的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較大，因為谷歌退出中國較大程度影

響了他們日常生活中網絡資料搜索的習慣。而對於認為與谷歌的個人關聯度

較弱的大學生來說，則認為谷歌退出中國的新聞報導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影響

都比較小dr。林美雅等人的瘦身廣告研究也顯示，一般認為瘦身與自己息息

相關的受訪者，認為瘦身廣告對自己的影響要大於對他人的影響 ds。另外，

魏然等人關於台灣「太陽花運動」的研究也反映出，當受訪者認為自己與運動

密切相關時，會認為相關新聞對自己的影響比對他人的影響更大dt。

這些研究都較好地驗證了個人關聯度與「第三人效果」的關係，我們不難

判斷在中國內地，如果受訪者自身認為反腐議題與生活密切相關，那麼就會

積極主動地搜索並關注相關信息，從而受到相關新聞資訊更多的影響，而「第

三人效果」認知差異也就愈小。為了驗證這一判斷，本研究作出如下假設：

假設4.1：受訪者認為反腐運動與自身關聯度愈高，對自我和他人認知的

差異性會愈小。

此外，考慮到心理學「詳盡可能性模型」中的相關論述，即受眾處理資訊

的方式與對資訊的認知效果繼而會影響受眾行為ek，本研究認為與反腐運動

關係密切的受眾會產生更多與此相關的行為與行動，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4.2：認為反腐運動與自己關聯度高的受訪者，會更支持中國政府的

現行反腐政策。

假設4.3：認為反腐運動與自己關聯度高的受訪者，會更為積極地在網絡

上表現出對反腐議題的參與行為。

（五）「第三人效果」與相關行為

「第三人效果」理論並不僅僅是對認知層面的探索，更是對行為層面的探

究，實際上，戴維森在最早提出該理論時就已經談到，「第三人效果」會導致

個體的「自我—他人」認知差距，這一差距的形成可能最終導致個人行為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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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的改變el。一般來說，有關「第三人效果」行為層面的研究都表明，「自我—

他人」的認知差距在面對負面資訊時會進一步導致個體更加傾向於支持保守的

政策。例如前述羅文輝與帕登的研究發現，當人們認為色情或者暴力的電視

節目對其他人有負面影響時，就會更加支持政府關於色情暴力內容立法的政

策em。

然而，當被媒介廣泛報導的新聞主要採用一種對社會有益的視角時，研

究表明人們更傾向於效仿他人的行為做出選擇，以使自己的選擇符合社會規

範en。也就是說，如果大量的媒介報導都聚焦於反腐運動的有效性和成果，

那麼受眾就會自然認為，他人普遍會支持這一對社會整體合意的行為。在這

一判斷之下，受眾對於反腐運動的態度會效仿其所判斷的社會整體態度，使

得自我的態度與他人的態度更加接近，減少「自我—他人」的認知差距，從而

在態度上傾向於支持反腐政策。反之，「自我—他人」的認知差距愈大，則個

體愈難以支持現行的反腐政策。另外，魏然等學者在關於台灣「太陽花運動」

的研究中也發現，當大學生愈覺得相關新聞對自己有影響，就愈有可能進行

線上及線下的政治參與活動；相反，當他們愈覺得相關新聞對他人的影響較

大時，則愈不會進行線上及線下的政治參與行為。此結果也為本文的以上推

斷提供了實證支持eo。因此，本研究也將「自我—他人」的認知差距與個體的

態度和行為之間的關係納入研究範疇，基於「第三人效果」的理論，提出以下

研究假設：

假設5.1：受訪者對自我和他人認知的差異性愈小，則愈有可能支持現行

的反腐政策。

假設5.2：受訪者對自我和他人認知的差異性愈小，則愈有可能採取網絡

行動表達政治訴求。

三　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用多層隨機抽樣法，在北京、上海和廣州這三個城市中的大學

名單中分別隨機抽取兩所大學，再從每一所被抽中的大學中隨機抽取兩至三

門大學通識課程（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概論課程

等）。之後，在獲得任教教師同意後，我們在課堂上發放紙質問卷給學生並於

下課時回收。問卷發放從2015年9月21日開始，至9月30日結束，問卷共設

五十九條問題。這期間共發放1,200份問卷，最終回收有效問卷1,060份，回

收率達88.3%。

（二）研究變量

本研究的研究變量包括「第三人效果」認知變量、反腐新聞接收頻率、反

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反腐運動的個人關聯度、對現行反腐政策支持度、網

絡政治參與行為以及人口變量等，各變量的具體測量方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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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人效果」變量

本研究採用的「第三人效果」認知變量，分為「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

大學生的影響」。

「對自己的影響」，是指受訪者認為媒介資訊對自己可能產生的影響。本

研究測量「對自己的影響」的方法是詢問受訪者在看過中國反腐新聞後，會不

會影響他們對於（1）中國反腐問題的態度；（2）中國反腐政策的了解；（3）中國

貪腐問題的了解；（4）中國反腐政策的看法。研究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進行測量，受訪者的回答為：1：完全沒影響；2：不太有影響；3：中

立；4：有些影響；5：非常有影響（平均數= 3.54，標準差= .76，內部一致性

信度= .85）。

「對其他大學生的影響」，是指受訪者認為媒介資訊對他者（自己以外）的

影響。本研究也採用相同的題項來測量「對其他大學生的影響」，考察受訪者

在看過反腐新聞後，認為會不會影響其他大學生對於（1）中國反腐問題的態

度；（2）中國反腐政策的了解；（3）中國貪腐問題的了解；（4）中國反腐政策的

看法。受訪者的回答為：1：完全沒影響；2：不太有影響；3：中立；4：有些

影響；5：非常有影響（平均數= 3.57，標準差= .72，內部一致性信度= .88）。

計算「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偏差的方法，是將對他人影響的效果數值減去

對自己影響的效果數值。

2. 反腐新聞接收頻率

在受眾獲取反腐新聞資訊的媒介平台分類中，我們結合了傳統媒體和新

媒體，把媒介平台分為印刷版報紙、廣播電台、電視、新聞網站、手機應用

程式（APPs）或其他手機新聞用戶端、平板電腦APPs或其他平板電腦新聞用 

戶端。受訪者根據使用頻率作答：1：從不；2：很少；3：偶爾；4：有時；

5：經常。計算「通過傳統媒體接收反腐新聞頻率」的方法，是將受訪者在報紙、

電台、電視的三項回答的分值相加後求平均數（平均數= 2.46，標準差= .84，

內部一致性信度= .68）；計算「通過新媒體接收反腐新聞頻率」的方法，是將受

訪者在新聞網站、手機APPs、平板電腦APPs的三項回答的分值相加後求平均

數（平均數= 3.48，標準差= .98，內部一致性信度= .65）。

3. 社會需求度

在關於受訪者如何認知反腐問題時，本研究設定的問題有：（1）反腐新聞

社會需求很高；（2）反腐新聞有益於社會發展；（3）反腐新聞符合社會價值；

（4）反腐新聞有益於強化社會規範。受訪者的回答是：1：非常不同意；2：比

較不同意；3：中立；4：比較同意；5：非常同意。計算「社會需求度」的方法， 

是將受訪者對於這四項問題的回答的分值相加後求平均數（平均數= 3.78，標

準差= .75，內部一致性信度= .87）。

4. 個人關聯度

本研究結合羅澤（Connie Roser）、胡幼偉以及派蒂（Richard E. Petty）等人

關於「第三人效果」的研究ep，認為媒介信息與受眾的個人關聯度會影響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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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議題；（2）對我而言，目前中國貪腐問題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3）對

我而言，目前中國貪腐問題是值得關注的議題；（4）對我而言，目前中國貪腐

問題會牽涉到我的日常生活。受訪者的認知程度為：1：非常不同意；2：比較 

不同意；3：中立；4：比較同意；5：非常同意。計算「個人關聯度」的方法，

是將受訪者對於這四項問題的回答的分值相加後求平均數（平均數= 3.68，標

準差= .77，內部一致性信度= .85）。

5. 對現行反腐政策支持度

在關於受訪者對於政府反腐運動的支持方面，本研究關注他們如何看待

政府的反腐政策和策略。受訪者需要回答的問題是：（1）我支持現行反腐政

策；（2）我支持繼續執行現行反腐政策；（3）我支持執行更嚴格的反腐政策；

（4）我認為反腐政策應得到更多民眾支持。受訪者的回答是：1：非常不同

意；2：比較不同意；3：中立；4：比較同意；5：非常同意。計算「對現行反

腐政策支持度」的方法，是將受訪者對於這四項問題的回答的分值相加後求平

均數（平均數= 3.90，標準差= .76，內部一致性信度= .86）。

6. 網絡政治參與行為

受訪者被問到會否在網絡上參與一些有關反腐新聞議題的行為，包括主動

在網上發表有關反腐議題的帖子、微博、微信等內容。本研究的問題設置為： 

（1）在網上發表有關反腐議題言論；（2）分享或轉發與反腐新聞相關內容；（3）在

網上評論與反腐新聞相關內容；（4）在網上與他人討論反腐新聞。受訪者根據

自己的實際行為作答：1：從不；2：很少；3：偶爾；4：有時；5：經常。計

算「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的方法，是將受訪者對於這四項問題的回答的分值相

加後求平均數（平均數= 2.00，標準差= .91，內部一致性信度= .87）。

7. 人口變量

根據以往的「第三人效果」研究顯示eq，性別、年齡、政黨屬性（中共黨

員、預備黨員、共青團員、民主黨派、普通群眾或其他）會對人們的「第三人

效果」認知產生影響，因此這三項也在本研究中列為控制變量。

四　調查的分析結果

本研究的數據分析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對各項測量指標和受訪

者的基本概況進行描述性分析；第二部分對受訪者的人口學特徵、對反腐新

聞的態度、對反腐政策支持度及相關行為間的關係進行解釋性分析。

（一）受訪者基本概況及態度分布

資料分析顯示，在參與調查的大學生中，男性有473人，佔45%，女性有

578人，佔55%，其餘為缺失數據。受訪者的年齡從16歲至45歲不等，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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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為21.2歲，其中92%的受訪者為1980年或以後出生，即研究結果可在很

大程度上代表「80後」大學生對反腐運動及相關新聞的看法。至於受訪者的學

歷，其中232人為本科一年級生，佔總受訪人數的22%，259人為本科二年級

生，佔24.6%，118人為本科三年級生，佔11.2%，83人為本科四年級生，佔

7.9%，其餘的為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歷，佔34.3%。至於受訪者的政治面貌 

分布，其中252人為中共黨員或預備黨員，佔總受訪人數的23.9%，共青團員

為660人，佔62.75%，民主黨派4人，佔0.4%，其餘為普通群眾及其他，佔

12.9%。

首先，我們對大學生通過不同媒介接收反腐新聞的情況進行初步探究 

（表1）。在傳統媒體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很少和從不通過報紙及

廣播電台接收反腐新聞，但電視卻是例外，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或多或少會

通過電視接收反腐新聞，這或與一般重大反腐新聞都會於中央電視台首次發

布有關，儘管收看電視對於常住學生宿舍的大學生而言並不是非常方便。而

在新媒體中，新聞網站以及手機新聞APPs已成為大學生獲取反腐新聞的主要

途徑。

表1　大學生通過不同媒介接收反腐新聞的頻率

媒介平台 從不 很少 偶爾 有時 經常

報紙 257 (24.5%) 472 (45.0%) 172 (16.4%) 94 (9.0%) 53 (5.1%)

廣播電台 408 (39.0%) 413 (39.5%) 136 (13.0%) 65 (6.2%) 23 (2.2%)

電視 75 (7.1%) 235 (22.3%) 302 (28.7%) 263 (25.0%) 177 (16.8%)

新聞網站 55 (5.3%) 117 (11.2%) 246 (23.5%) 297 (28.4%) 330 (31.6%)

手機APPs 61 (5.8%) 101 (9.6%) 148 (14.0%) 285 (27.0%) 462 (43.7%)

平板電腦APPs 262 (25.0%) 238 (22.8%) 157 (15.0%) 210 (20.1%) 179 (17.1%)

說明：樣本數為1,060，如各項選擇人數相加不足1,060，則剩餘為缺失數據。下同。

同時，受訪者對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的認知也是態度各異（表2）。平均

來講，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目前內地的反腐新聞有益於強化社會規範，對

社會的發展及鞏固社會價值等都有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有逾25%的受訪者對

此保持中立態度，而另有7.5%的受訪者認為反腐新聞報導的社會需求度偏低

或沒有社會需求度。

表2　大學生對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的態度

指標問題 非常不同意 比較不同意 中立 比較同意 非常同意

反腐新聞社會需
求很高

26 (2.5%) 91 (8.6%) 327 (31.0%) 469 (44.5%) 141 (13.4%)

反腐新聞有益於
社會發展

23 (2.2%) 55 (5.2%) 270 (25.6%) 496 (47.1%) 209 (19.8%)

反腐新聞符合社
會價值

17 (1.6%) 45 (4.3%) 256 (24.3%) 496 (47.1%) 240 (22.8%)

反腐新聞有益於
強化社會規範

18 (1.7%) 42 (4.0%) 217 (20.6%) 498 (47.2%) 279 (26.5%)

指標問題平均值 21 (2.0%) 58 (5.5%) 268 (25.4%) 490 (46.5%) 217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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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前內地的反腐新聞報導是很重要的、值得關注的議題，但當被分別問道

是否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甚至是否會牽涉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時，表示「同

意」或「非常同意」的受訪者比例相對降低，有35%左右的受訪者表示「中立」。

但整體而言，認為反腐運動與個人關聯度較高的受訪者仍佔多數，僅有10%

左右的受訪者不認同這一說法。

表3　大學生對反腐運動的個人關聯度的態度

指標問題 非常不同意 比較不同意 中立 比較同意 非常同意

對我而言，目前中
國貪腐問題是很重
要的議題。

20 (1.9%) 57 (5.4%) 199 (18.9%) 539 (51.3%) 236 (22.5%)

對我而言，目前中
國貪腐問題與我的
生活息息相關。

27 (2.6%) 92 (8.8%) 367 (34.9%) 404 (38.4%) 161 (15.3%)

對我而言，目前中
國貪腐問題是值得
關注的議題。

16 (1.5%) 43 (4.1%) 212 (20.2%) 517 (49.2%) 263 (25.0%)

對我而言，目前中
國貪腐問題會牽涉
到我的日常生活。

48 (4.6%) 126 (12.0%) 369 (35.1%) 357 (34.0%) 150 (14.3%)

指標問題平均值 28 (2.7%) 80 (7.6%) 287 (27.3%) 454 (43.2%) 203 (19.3%)

在大學生對現行反腐政策支持度的評估中（表4），總體而言，受訪者對現

行反腐政策的支持度達到70%，持中立態度的佔24.3%，不支持的比例不足

6%。如按四個維度分別看，不難發現，「反腐政策應得到更多民眾支持」的支

持度最高，為76.8%，而「支持現行反腐政策」的支持度相對較低，為61.2%。

表4　大學生對政府現行反腐制度的態度

指標問題 非常不同意 比較不同意 中立 比較同意 非常同意

我支持現行反腐
政策

22 (2.1%) 44 (4.2%) 345 (32.7%) 497 (47.1%) 148 (14.1%)

我支持繼續執行
現行反腐政策

14 (1.3%) 36 (3.4%) 215 (20.4%) 504 (47.8%) 285 (27.0%)

我支持執行更嚴
格的反腐政策

19 (1.8%) 65 (6.2%) 264 (25.0%) 373 (35.3%) 335 (31.7%)

我認為反腐政策
應得到更多民眾
支持

18 (1.7%) 28 (2.7%) 199 (18.9%) 396 (37.6%) 413 (39.2%)

指標問題平均值 14 (1.7%) 43 (4.1%) 256 (24.3%) 443 (42.0%) 295 (28.0%)

但對有關反腐新聞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受訪大學生卻表現出了較低的

意願（表5）。總體來講，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自己從不在網絡上發表、分享、

評論甚至討論與反腐新聞相關的內容；而表示自己有時或經常有上述行為的

大學生僅為一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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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大學生參與網上有關反腐新聞行為的情況

指標問題 從不 很少 偶爾 有時 經常

在網上發表有關
反腐議題言論

610 (58.0%) 264 (25.1%) 109 (10.4%) 63 (6.0%)   5 (0.5%)

分享或轉發與反
腐新聞相關內容

436 (41.5%) 305 (29.0%) 174 (16.6%) 114 (10.9%) 21 (2.0%)

在網上評論與反
腐新聞相關內容

500 (47.7%) 280 (26.7%) 162 (15.4%) 87 (8.3%) 20 (1.9%)

在網上與他人討
論反腐新聞

297 (28.3%) 283 (27.0%) 248 (23.6%) 168 (16.0%) 54 (5.1%)

指標問題平均值 461 (43.9%) 283 (27.0%) 173 (16.5%) 108 (10.3%) 25 (2.4%)

（二）研究問題及假設驗證

本文共提出了多個研究假設，假設驗證的結果如下：

1. 「第三人效果」認知檢驗

本研究的假設1是受訪的大學生認為反腐新聞報導對於他人的影響較大，

對自己的影響較小。配對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看過反腐新聞後，受訪者認為

他人（平均數= 3.55，標準差= .85）比自己（平均數= 3.48，標準差= .93）對中國

反腐問題的態度更容易受到影響，且差異達顯著水平（t = -2.60, p <.01）（當p值 

大於 .05時則差異不顯著）；受訪者也認為他人（平均數= 3.54，標準差= .86）

比自己（平均數= 3.48，標準差= .93）對中國反腐政策的了解更容易受到影響，

且差異達顯著水平（t = -2.31, p <.05），其他兩個項目（在接觸內地反腐新聞報

導後，受訪者認為他人與自己對中國貪腐問題的了解及對中國反腐政策的看法）

並不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從上述分析結果看，本研究的假設1獲得部分支持。

2. 「第三人效果」之預測變量

本研究除檢測「第三人效果」的主要假設外，還將過去相關研究所涉及的

可能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變量，包括人口變量、媒介接收頻率、

媒介內容社會需求度以及個人關聯度作為回歸分析中的變量，以檢測這些變

量在反腐新聞報導中對報導所產生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影響，涉及的

假設包括：2.1、3.1、3.2、4.1。

根據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表6），在第一階層回歸中置入的人口變量中，性

別（β = -.01, p >.05）、年齡（β = .03, p >.05）、政治面貌（β = -.07, p >.05）等，

均不可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當p值大於 .05時即變量的預測力不顯

著）。在第二階層回歸中，大學生的反腐新聞接收頻率無論是通過傳統媒體 

（β = -.01, p >.05）還是新媒體（β = -.03, p >.05），都難以預測「第三人效果」的

認知差距。在第三階層回歸中，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β = -.10, p <.01）可以

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即愈覺得該類新聞的社會需求度高的大學生，

愈傾向於認為反腐新聞對自己的影響大。此外，第四階層回歸中也發現，當 

c158-201605002.indd   79 16年12月6日   上午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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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第一階層：人口變量

性別

年齡

政治面貌
Adjusted R2

-.01
 .03
-.07
 .00

第二階層：反腐新聞接收頻率

傳統媒體接收頻率

新媒體接收頻率
Adjusted R2

-.01
-.03

   .00*

第三階層：社會需求度
Adjusted R2

    -.10**
       .02***

第四階層：個人關聯度
Adjusted R2

    -.10**
     .01**

全部Adjusted R2

樣本數

 .03
1,060

說明：（1）表內數字為最後階層的標準化beta回歸系數（final	Betas）。（2）人口變量編碼方式：	

性別（1	=	男；0	=	女）；政治面貌（1	=	黨員、預備黨員或共青團員；2	=	民主黨派及其他）。	

（3）***	p	<.001;	**	p	<.01;	*	p	<.05。（4）Adjusted	R 2指變量被解釋的百分率。

大學生認為反腐運動與個人關聯度（β = -.10, p <.01）愈高，則「第三人效果」認

知差距會愈小。綜上所述，假設2.1與4.1成立，假設3.1與3.2均不支持。

除了檢測不同變量對反腐新聞中「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預測力，本研

究更重要的目的是檢測這些變量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是否會影響大學生

對現行反腐政策的支持度以及相關網絡行為。

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表7），在大學生對現行反腐政策支持度的預測中，

位於回歸分析第一階層的人口變量，包括受訪者的性別（β = .01, p >.05）、 

年齡（β  = -.01, p >.05）、政治面貌（β = -.05, p >.05）對大學生是否支持現行反 

腐政策無任何預測力。在第二階層中，通過傳統媒體接收反腐新聞（β = .10,  

p <.001）及通過新媒體接受反腐新聞（β = -.06, p <.05）均對大學生是否支持現

行反腐政策有一定的預測力，但其中通過傳統媒體途徑接收反腐新聞的頻率

與支持現行反腐政策呈正相關，即通過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收看或

收聽反腐新聞愈多的大學生，愈傾向於支持現行的反腐政策；而通過新媒體

包括網絡、手機或平板電腦接收反腐新聞愈多的受訪者，則更傾向於不支持

現行的反腐政策。究其原因，這或與官方嚴控傳統媒體對反腐新聞的報導，

且要求報導口徑一致有關；而通過新媒體接收的反腐新聞因管道多樣，其報

導角度及立場等或會不同，從而導致通過不同媒體接收相關新聞的受眾對反

腐政策產生認知差異。

第三及第四階層中，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β = .33, p <.001）及反腐運動

的個人關聯度（β = .33, p <.001）均對大學生對現行反腐政策的支持度有較強影

響，即當受訪者認為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愈高，且認為反腐運動與個人的

關聯度愈高，愈傾向於支持中央政府現行的反腐政策。但位於第五階層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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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變量對反腐政策支持度及相關行為預測力的階層回歸分析

變量 對現行反腐政策支持度 相關網絡行為

第一階層：人口變量

性別

年齡

政治面貌
Adjusted R2

  .01
-.01
-.05

     .01**

       .14***
-.01
 .05

     .01**

第二階層：反腐新聞接收頻率

傳統媒體接收頻率

新媒體接收頻率
Adjusted R2

       .10***
  -.06*

       .03***

       .17***
     .09**

       .06***

第三階層：社會需求度
Adjusted R2

       .33***
       .23***

 .03
       .01***

第四階層：個人關聯度
Adjusted R2

       .33***
       .08***

       .16***
       .02***

第五階層：「第三人效果」變量
Adjusted R2

-.00
  .00

  -.07*
   .01*

全部Adjusted R2

樣本數

  .34
1,060

 .11
1,060

說明：（1）表內數字為最後階層的標準化beta回歸系數（final	Betas）。（2）人口變量編碼方式：

性別（1	=	男；0	=	女）；政治面貌（1	=	黨員、預備黨員或共青團員；2	=	民主黨派及其他）。	

（3）***	p	<.001;	**	p	<.01;	*	p	<.05。（4）Adjusted	R 2指變量被解釋的百分率。

三人效果」認知差距（β = -.00, p >.05）則對政策支持度無任何預測力。整個模

型對支持現行反腐政策有34%的較高解釋力。因此，分析結果顯示，假設

2.2、3.3、3.4、4.2成立，假設5.1則不成立。

但是在預測大學生是否會在網絡上進行與反貪腐新聞相關的轉發、評論

等行為上，不同的變量呈現出不同預測效果（表7）。在第一階層中，調查發現

性別（β = .14, p <.001）對受訪者的相關網絡行為具有很強的預測力，結果顯

示，男性更傾向在網絡上發表、轉發、評論或討論有關反腐的新聞報導。同

時，反腐新聞的接收頻率包括通過傳統媒體的接收頻率（β = .17, p <.001）以及

通過新媒體的接收頻率（β = .09, p <.001），都對受訪者相關的網絡行為有較強

的預測力。換言之，愈經常收看或收聽反腐新聞的大學生，愈經常會透過網

絡發表、轉發、評論、討論相關內容。

不同於媒介接收頻率的較強預測力，處於第三階層的反腐新聞社會需求

度（β = .03, p >.05）則無法預測受訪者在網絡上的相關行為。受訪者所認為的

自身與反腐運動的關聯度（β = .16, p <.001）則顯示了對他們相關網絡行為的較

強預測力。至於第五階層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β = -.07, p <.05）則顯示對

相關網絡行為呈負相關，即受訪者愈認為反腐新聞報導對自己的影響大，則

愈傾向於在網絡上對相關新聞進行評論、轉發等行為；相反，受訪者愈認為

反腐新聞對他人影響大，則愈不會進行網絡相關行為。雖然這一模型的解釋

力較低，但仍對大學生相關網絡政治參與行為有11%的解釋力。因此，假設

2.3不成立，假設3.5、3.6、4.3、5.2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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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採用「第三人效果」理論來理解中國反腐新聞對

內地大學生認知及相關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受訪的大學生認為，反腐新

聞只有在對中國反腐問題的態度、反腐政策的了解上存在自己與他人的顯著

認知差異，但是在對中國貪腐問題的了解及反腐政策的看法上並不存在認知

差距，因此，「第三人效果」假設在受眾接收反腐新聞報導中只獲得部分支持。

此外，本研究也再次證明，媒介信息的社會需求度、個人關聯度都會影

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即在中國反腐新聞報導的語境中，當反腐新聞被

認為是社會需求度高的正面信息、且當受訪者認為自己與反腐運動的個人關

聯度愈高，就更傾向於認為反腐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較大，從而減小「第三人效

果」認知差距。但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本研究發現反腐新聞接收頻率並不能對

受眾的相關認知產生影響。胡幼偉等人曾總結，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

的因素包括受眾對信息來源可信度的認知、受眾對內容特徵的認知（如能否引

起受眾正面情緒等），以及受眾人口特徵及心理因素的特徵等er，可見媒介接

收頻率在「第三人效果」研究中並非一個穩定的預測因素。筆者認為，後續的

研究可以在不同的新聞報導或媒介信息語境下，探討不同媒體的媒介信息接

收頻率對「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的影響。

本文的另一個貢獻是將媒介影響與受眾的實際認知與行為相聯繫，研究

發現受眾認為反腐新聞的社會需求度及個人關聯度都會與支持現行反腐政策

呈正相關；同時，通過傳統媒體接收反腐新聞的頻率愈高，大學生也會更傾

向於支持現行的反腐政策，因傳統媒體中可能出現具說服性意圖的反腐新聞

更多；而大學生愈通過新媒體接收反腐新聞，則愈不支持現行反腐政策，這

或與新媒體中反腐新聞報導的角度比較多樣，甚至會出現在內容、分析角度

方面與官方媒體口徑大相逕庭的情況有關，且新媒體中受眾能參與評論新

聞，故大學生能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的意見；此外，大學生透過新媒體接收

反腐新聞也更有可能因此接收境外媒體相關的新聞報導，故透過新媒體接收

反腐新聞的大學生，則更有可能不支持中央政府現行的反腐政策。

而不同於以往研究結果的是，在此前研究中發現「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

在暴力、色情信息中都與支持限制相關信息的政策有關 es。但本研究發現，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對大學生是否支持現行反腐政策並不具有任何預測

力。究其原因，或由於現行的反腐政策本身是有爭議性的——目前的反腐政

策並非是制度性反腐，其效果及緣由都曾被學者或社會觀察家詬病。所以在

本研究中，儘管受訪的大學生認為他人所受到的新聞信息的影響大於自己，

或對自己的影響大於他人，但都不一定會支持中央政府現行的反腐政策。由

此可見，「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與相關政策支持間或仍存在不同變量以調節

二者關係，後續研究可以在這方面加以深入研究與探討。

最後，本研究還將「第三人效果」認知差異與受眾的網絡實際行為相聯

繫，並證實反腐新聞接收頻率、受眾與反腐運動的個人關聯度以及「第三人效

果」認知差異都對受眾的相關網絡行為有顯著預測力，且這種預測力在男性大

學生中更加明顯。這與之前的研究發現一致，即男性與女性的政治消息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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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如：政治新聞、節目觀看，參與政治議題討論等存在差異，且相對而

言，男性的政治傳播行為頻率比女性更高et。而隨着社會的發展，女性教育

水平、政治地位等的上升，這種性別差距逐步減少。

當然，本研究也有不少值得繼續探索的地方。首先，本研究所採用的樣

本主要是中國內地發達城市的一本高校，受訪者主要是文化水平較高的年輕

學生。因此，本研究不足以代表中國不同地區、年齡群體、職業群體對反腐

新聞的態度，未來的研究可以採用更具代表性的樣本進行相關分析。而由於

採用大學生樣本，故受訪者通過新舊媒體接收新聞的習慣會受到一般大學生

日常的生活、學習環境所限制，所以在反腐新聞媒介接收習慣方面或會對研

究結果產生影響。其次，本研究的最終因變量主要是受訪者的網絡行為，與

受訪者實際的線下政治參與不可一概而論。這主要是局限於中國的威權政治

環境，在政府的高度監管之下，個體的政治行為難以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有效

表達。另外，由於樣本的局限性，本研究很難表現出不同社會群體在面對同

一社會因素時，如何做出不同的認知判斷和行為反應，未來的研究也理應進

一步深入探究。同時，由於調查問卷設計的問題是以數字測量的方式為原則

進行，由此雖然能夠得出大學生基本上支持反腐運動的結論，但因為政治問

題在中國內地的敏感性，我們很難了解到大學生個體對於反腐議題的具體考

量，甚至他們會否在做問卷的過程中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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